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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與人生的探討

金清海

壹、前言

　　在豐富複雜的人類文化現象中，藝術文化為其重要的一環，而其中戲劇藝術在藝術文化中佔有一席之地。在世界三大古老戲劇，希臘悲喜劇、印度梵劇和中國戲曲中，雖然中國戲曲較為晚成，但希臘古劇與印度梵劇早已消亡，而中國戲曲，直至今天，依然沒有停止創造、停止藝術生命的延續。本文分成三部份來談。第一部份簡述中國戲劇的起源與形成（即中國戲劇發展簡述）。第二部份談戲劇的功能，第三部份從人類文化學及哲學的觀點談戲劇與人生。

貳、中國戲曲的起源與形成

　　戲曲是中國文化的特產藝術，它是一種將文學、音樂、舞蹈、美術、武術、雜技熔於一爐的高度綜合的藝術。中國戲曲是歌舞劇，它運用唱、念、做、打等藝術手法搬演故事，刻畫人物，表達主題思想。戲劇作為人類的一種精神文化現象，它的發生、發展與衰微，必然與時代的文化休戚相關，時代文化的變遷必然主宰著戲劇的命運。戲曲文化的起源問題，眾說紛紜。玆從上古戲曲的起源與形成至今，做一簡述。

一、上古至先秦的戲劇萌芽期

　　戲曲的起源，應追溯到戲曲成熟以前。上古的許多巫覡祭祀，天上的日月星辰崇拜、地上的山川石水崇拜、源自動植物崇拜的圖騰祭、發端於祖靈信仰的祭祖活動、及以驅鬼逐疫為目的儺祭等，都對戲劇起源發生過影響。《論語‧鄉黨》：「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可證春秋時期儺儀已非常盛行。早於孔子時，巫術在原始部落的生活裡，曾經處於非常突出的地位。巫術的基本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當時人類的基本思想，也是主要的精神文化活動。歷史證明，巫術文化在世界各地，在人類所有早期文化中都曾經普遍地存在。巫術文化連結著人類最早的語言、神話、藝術（含戲劇）、宗教、科學和歷史的共同體的功能紐帶，是互相滲透，不分彼此的。

　　我國民間的宗教信仰是一種複雜的混合體，其中與戲劇有密切的關係。其間固以佛道的教義為重要成份，但卻包括許多佛道以外的儀式成份，例如民間信仰中的祖宗崇拜及其儀式，就是最古老的信仰成份，比道教教義的形成早很多；其他又如許多農業祭儀，也都與佛道無關，所以我國民間宗教是融合了佛道以及更古老的許多傳統信仰成份而成，因此我們無法像西方人稱某一民族的宗教為某某教一樣來說明，只能稱之為「民間信仰」。（註1）在此民間信仰氛圍中產生了許多做為溝通人與鬼神之間的儀式劇，傀儡戲就是其中之一。儀式劇，它是介於宗教儀式與戲劇形式之間的一種準宗教儀式，實質上是屬於民俗範疇的儀式的表現形態，但在古代缺乏娛樂資訊媒體的時期，它又兼有戲劇的功能，既娛神又娛人。作為儀式部分，它或舉行於戲劇演出前後或穿插於演出之中。通貫祭祀與演出的全部過程，可看出儀式即是戲，戲即是儀式，儀式中有戲，戲劇中有儀式，是一種儀戲混合狀態。

　　王兆乾先生通過田野考察和親身感受發現，我國實際存在著兩種不同的戲劇。一種是成為戲劇主流的觀賞性戲劇，還有一種是處於潛流的儀式性戲劇。（註2）儀式的概念通常指按一定的文化傳統將一系列具有象徵意義的行為集中起來的安排或程序。儀式和戲劇之間的相互關係極為複雜，無論是儀式產生戲劇，或戲劇影響於儀式，都說明它們不但有各自產生與存在的合理性，同時也存在相輔相成的關係。「由於人類社會生活無不受到傳統和地域文化的影響，這種影響所形成的風俗和習慣又制約了各種文化（包括儀式戲劇在內）並形成一種傳承習慣力量，使各種文化都溶入於社會生活之中，這種力量就是民俗」。（註3）因此與民俗有濃厚關係的戲曲就叫做民俗曲藝。

　　觀賞性戲劇與儀式性戲劇的對象不同。觀賞性戲劇的對象是一般觀眾，儀式性戲劇的對象是儀式的參與者。觀眾的愛好決定觀賞性戲曲的命運，而觀眾的審美觀又受到時代思潮和社會環境的影響。同樣決定著戲曲藝術發展的方向。然儀式性戲劇則不然，其主要對象是儀式的參與者、信奉者。他們是帶著祈福消災的虔誠願望而來，對儀式的每一細節都十分專注，並參與儀式的全程。他們並不甚講究裝神的技巧，正如不講究面具是否刻得精緻一樣。降神巫術為使人相信確有靈魂依附，採用變聲、舞踴、尋橦、觔斗、吞刀、吐火、剖腹、穿臂、掐訣、耍獠牙、塗面、面具等與常人不同的動作，語言與特技，或是採用改變物的原形，使之具備所搬請神靈的若干特徵。在台灣道教道壇乩童的變聲、舞踴、操劍砍背、穿臉、割舌等等起乩行為，其作用意義皆同。讓信仰者承認巫術的力量，進而在心靈上接受這力量。又如傀儡、皮影，製成所搬請神靈外形（如戲神田都元帥偶身），加榫設線或置於杖頭，使其動作，其用意亦在呈現巫術的力量。這是民俗信仰產生的過程。女巫降神運用假聲，儀式劇也多用假聲是巫覡降神為了達到自身與所降神靈的間離，所採用的手法。這種手法，也用於木偶傀儡戲和源於巫史的一些講唱文學，可見文化娛樂與民風民俗的關係始終很密切。

　　目前在我國廣袤的土地上，尤以各省偏遠鄉間及山區，仍存在為數不少的儀式劇種。如儺堂戲、儺壇戲、慶壇戲、桃園戲、陽戲、地戲、提陽戲、梓潼戲、跳山魈、趕野貓、跳五猖、關索戲、端公戲、扇鼓、壇戲、跳調、鐃鈸雜戲、太平鼓、賽戲、愛社、僮子戲、香火戲、洪山戲、嚎啕神戲、香童戲、師道戲、花朝戲、平安戲、隊戲、跳羌姆、瑪羌、若舞、咒偶、跳朝蓋、莫恩那莎、克西格拉、芒蒿節、跳鼓壇、慶吉堂、八旗香、好德格泌、撮泰吉、跳虎節、皮鼓舞、歸土基、毛古斯、分龍節、咚咚推、依飯節（註4）等。這五十餘種儀式劇遍布於全國各地，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用於「驅邪納吉、禳災祈福」。在幾十年以前，沒有影視娛樂資源的鄉間它們甚至還是酬神兼娛人的儀式劇。

　　儺祭始於殷商時代。從那時直到隋唐，宮廷的儺祭形式沒有什麼大變化，到了宋代無論是朝廷還是民間，儺祭已經十分人格化、戲劇化了。儺的假面形式對後世的京劇和其他地方戲臉譜，也有間接的影響。至今中國的少數民族地區，以及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農村，特別是偏遠的山區，還普遍的存在著多樣大同小異的儺戲。它是酬神還願的宗教祭祀儀式之後，附加表演的戲劇形式。這種戲劇還多是戴假面表演的。其中貴州彝族的〝撮泰吉〞，湘西土家族的〝毛古斯〞形式仍十分古老。除了中國本土，中國的儺文化還遠傳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並且相繼在那兒成長為戲劇形式。（註5）亞理斯多德的《詩學》戲劇理論，認為戲劇的形成，起於模仿早在原始部落的巫術活動中，一種既不為娛神也不為娛人的扮演行為就普遍存在了。《尚書‧舜典》中「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周禮‧春官》中「帥巫而舞雩」，《呂氏春秋‧古樂》篇中「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的記載，都無不透露原始儀式和歌舞中巫術性表演的存在了。王國維在其《宋元戲曲史》中亦確認巫覡活動是戲劇萌芽的地方。其云：「蓋群巫之中必有像神之衣服形貌動作者，而視為神之憑依，故謂之靈……是則靈之為職……蓋後世戲曲之萌芽，已有存焉者也」。（註6）

　　屈原生長及流放在好淫祀之風的南楚巫祭文化社會中，其《楚辭》中＜九歌＞即為祭儀歌舞的改良創作文學，＜九歌＞中，＜東皇太一＞是迎神曲，＜國殤＞是招魂曲。＜九歌＞之主要內容，以記錄招神過程為主；而招神的方法〝或以陰巫下陽神，或以陽主接陰鬼〞亦即以男女之情相誘，或〝人神戀愛〞。這種招神方法，顯然是民初根據模擬巫術的思維方式，通過對自身經驗的總結而創造出來的。（註7）＜九歌＞中＜雲中君＞、＜大司命＞、＜少司命＞和＜東君＞是祭祀天神的。＜湘君＞、＜湘夫人＞、＜河伯＞和＜山鬼＞是祭祀地祈的。屈原改良了南楚當地巫祭（即今之乩童源頭）歌詞而成為優美的祭祀歌舞。屈原創作的＜九歌＞是對楚人敬神祭歌的精美加工，從＜九歌＞中會感受到祭神歌舞的盛況，同樣也是從＜九歌＞中發現了古代表演功能的重大轉型。＜九歌＞名為事，實則吐人之情，娛人之心。＜九歌＞中的巫祭文化，是起於人神溝通之間的扮演模仿。可視為對於戲曲起源的萌芽期，對戲劇的起原有密切的關係。今之戲團即有以＜九歌＞為名者。

　　在先秦諸多表演形態當中，優人，又稱俳優、倡優、伶優，是專供貴族聲色之娛的職業藝人，優都是由男子充任的，他們能歌善舞，滑稽調笑，以事君為己任。又善於拐彎抹角地進行〝詭諫〞。《史記‧滑稽列傳》裡記述了幾則有趣的優人諷諫的故事，如優旃詭諫秦始皇停建苑囿及秦二世停止油漆長城之事，又如楚國的〝優孟衣冠〞之事皆名垂丹青。唯這些優人並非有組織的戲團敷演故事，只有模仿及表演，並非成熟的戲曲，或可視為最早的表演藝人。

二、漢代至隋唐─戲劇的醞釀期

　　從漢至唐將近千年的時間裡，中古戲劇形態以角抵戲，歌舞戲和參軍戲為標誌，活躍在宮廷和民間的演出活動中。漢代百戲雜陳，舉凡一切能供人愉悅的音樂、舞蹈、雜技、武術、幻術、滑稽表演、如吞刀、吐火、扛鼎、燕躍、跳丸、走索、揮劍……等等，統稱為〝百戲散樂〞，輟聯匯集、交相展現，其中角抵戲，含有較多的戲劇成分。角抵戲淵源於上古祭祀戰神蚩尤的舞蹈〝蚩尤戲〞。角抵戲原本是一種角力競技項目，到了漢代，以戲劇形態出現，其劇本《東海黃公》為中國最早出現的劇目。其演出內容，大意為東海有個姓黃的老人家，年輕時有法術，能降虎、毒蛇、猛獸。到了年老力衰，加上飲酒過度，法術失靈，遂被東海白虎所食。另外東漢張衡在《西京賦》裡描述＜總會仙倡＞中，群仙在仙境裡的精彩歌舞扮演是一場集人物、故事、佈景、燈光、道具、效果俱全的盛大歌舞演出。儼然今之一場盛大的歌舞劇演出。只因其置於文學中的描述，是否只是作者幻想舖述，已無從查考。

　　由三國至南北朝，（註8）雖歷盡動蕩，但是，百戲散樂仍不絕如縷。曹魏時期出現了借題發揮，詼諧逗趣的《說肥瘦》及男扮女裝及嬉褻過度的《遼東妖婦》。蜀國則有搬演許慈、胡潛兩個博士互相猜忌，紛爭不已的《許胡克伐》。晉代出現了表現鴻門宴故事的《公莫舞》以及《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舞》、《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樂，還有《逆行連倒》、《頭足入筥》等劇目。南朝有《上雲樂》和《老胡文康舞》。北朝北齊出現了《代面》（又名《蘭陵王入陣曲》）、《　頭》及《踏搖娘》等具有戲劇因素的歌舞。也出現了精彩的「水傀儡」。

　　到了隋代，百戲散樂的規模和聲勢更大，尤以隋煬帝好大喜功，追求排場，開運河，乘龍舟，遊江南，建迷樓，觀歌舞，以滿足聲色之娛。數萬名衣著錦麗、插花佩環的樂人，在鑼鼓聲中載歌載舞，排滿八里多長的戲場。百戲散樂不一定都是戲劇，但為中國戲曲的誕生提供了環境和條件。戲曲和其他姊妹藝術如歌唱、舞蹈、雜技、武術等結合，並汲取其養分，而成為成熟的戲曲。百戲散樂堪稱為中國戲曲的搖籃。

　　唐代戲劇有人稱之為〝唐戲弄〞。唐戲弄也是混雜的，戲劇化程度不一的。單純的歌舞、伎藝、雜耍的成分很大，但也已有十分像樣的與後世戲劇差強比擬的歌舞小戲了。源於北齊的《蘭陵王》及《踏搖娘》在唐戲弄中已由散樂發展成歌舞小戲。戲劇性很高了，有故事情節，有人物妝扮，有唱念做打，確實在唐戲弄中十分出色。唐代出現的參軍戲，是先秦俳優滑稽表演的衍變和發展。參軍戲起初以科白為主有點像今天的相聲，後來吸收了歌舞成分，並有女演員加入，成為歌舞參軍戲。參軍戲以它的說白大大豐富了中國戲劇的表現力，這是其對後世戲劇發展的影響。

三、宋元時代─戲劇的成熟期

　　兩宋時代，對於中國戲曲發展的歷史意義非凡。與唐代都市相比，宋代的都市經濟更加繁盛，商業活動頻繁，城市擴大，商市擴充，新的市民階層萌發壯大。市民的娛樂需求，孕育出了以寺廟為基地的藝術表演場所，到了宋代擴大和繁榮，大量的瓦舍勾欄（有如今之劇（戲）院）催生了中國戲曲的成熟。北宋的雜劇興起，與之同期，北方金朝的金院本及北宋末興起的南戲，發展到〝歌舞演故事〞（註9）的成熟戲曲。

　　北宋的戲劇形式主要是〝宋雜劇〞，宋雜劇是一種短小的戲劇表演樣式，大致有四到五個登場人物，其演出形式為艷段→正戲→雜扮。艷段是在〝正戲〞之前，先加演一段街坊鄰里的尋常熟事，先熱熱場。正戲叫〝正雜劇〞，通常是兩段。最後還要以一段滑稽挑逗的〝雜扮〞殿後收尾。

　　宋廷南遷，金朝定都北京之後，北方的雜劇藝人依然不懈地從事戲曲創作，所創劇本稱為〝金院本〞。盡管金院本仍然是一種敘唱故事和滑稽表演相結合的形式，但敘唱已經逐步戲劇化，它已經轉變成代言體的演唱了。金院本是從上古優戲到中古角抵戲、歌舞小戲、參軍戲、宋雜劇最後到元雜劇的最後一個過度形態。

　　就在宋金雜劇向元雜劇漸漸轉型之時，在中國南方溫州一種成熟的戲曲形式誕生了。它稱為南戲，又稱〝永嘉雜劇〞或〝溫州雜劇〞。南戲興起於北宋末葉，濫觴於南方的民間歌舞小戲，它在發展的過程中吸收了宋雜劇、諸宮調和其它民間伎藝的成分，形行了〝不協宮調〞的演唱形式，戲劇結構可長可短，故事題材大多與倫理情愛相關。後人稱「十部南戲九相思」，可以窺知愛情戲的份量最多。

　　宋金雜劇院本，沒有留下一個劇本。唯有宋周密《武林舊事》卷十錄有〝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目。元陶宗儀《南村輟耕錄》錄有院本名目十一大類七百餘目。南戲存目約一百八十個左右，有全本流傳者僅十七本，且大多經過明人修改。最早的演出劇目有《趙貞女》、《王魁》等，均已佚失。明《永樂大典》收錄宋元戲文（南戲）三十三種，八國聯軍入侵時，殘書遭劫，戲文僅存《張協狀元》、《宦門子弟錯立身》、《小孫屠》三種。它們較多地保存了早期南戲的風貌。其中，〝九山書會〞編撰的《張協狀元》保留了由說唱諸宮調演變為戲劇的痕跡，被人稱為戲曲的活化石。也因為目前保存下來最早的劇本是南戲的劇本，因此認為南戲是中國最早成熟的戲劇。南戲從北宋末至明初，皆有文人參與創作，最有名的代表作為〝荊、劉、拜、殺、琵〞五種。即元柯丹邱的《荊釵記》、作者不詳的《劉知遠》（又叫《白逸記》）、元代施惠的《拜月亭》（又稱《幽閨記》）、明初徐　的《殺狗記》及明初高明的《琵琶記》、以《琵琶記》最為有名。

　　宋元南戲標誌著中國戲曲藝術的成熟，而稍晚出現的北曲雜劇，則使中國戲曲進入黃金時代。

　　北曲雜劇又稱為元雜劇，是在宋金雜劇和院本的基礎上，融合北方流行的音樂、舞蹈、說唱等藝術的養分，逐漸形成與漢賦、唐詩、宋詞並駕齊驅而成為有元一代的黃金文學藝術的代表。從金、元交替時期直到明代中葉後期，是北曲雜劇的發生、發展、成熟、衰弱的整個過程。元雜劇的興盛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文學發展的趨勢，即元代戲曲藝術自身發展、演變的結果。第二因素是時代環境背景，即當時的政治、經濟、人文諸因素息息相關。元代政權歧視漢人及南人，並壓抑讀書人，士的地位是排在倡妓工匠之後成為九儒十丐。科舉制度也中止了八十年，元代文人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困厄境遇。這樣，或者是出於逞示才情，或者是為了謀生存活、或者是因與藝人的情感、或者是不滿於統治政權的暴政，元代文人全力投入戲曲創作，將戲曲藝術提昇到最高層次。元雜劇的形式，絕大多數是四折一楔子。由唱曲、道白、表演三個部分組成，大都由正旦或正末從頭唱到尾，叫做〝一人主唱〞，這種形式顯然是從諸宮調等說唱藝術衍化而來的，據元中葉鍾嗣成《錄鬼簿》等古籍可知，元雜劇作家，有姓名的約有200 人左右，元雜劇劇目約七三七種，有劇本保存下來的近200種，保存殘曲廿九種。可見作品之豐富。最有名的作家及其代表作有號稱元曲四大家的關漢卿《竇娥冤》、馬致遠的《漢宮秋》、王實甫的《西廂記》、及白樸的《梧桐雨》。另外有鄭光祖的《倩女離魂》及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其中《竇娥冤》及《趙氏孤兒》為中國戲曲悲劇之代表作，在十八世紀已有多國的翻譯版，對外國人的戲劇創作產生極大的影響。

　　元代因政權的統一，隨著南北隔絕局面的打開，南戲與北雜劇進行了廣泛的交流，致使北雜劇在南方的城市中也得到了盛行。到了明初，執政者注意到戲曲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宣揚禮教、淳化民情。同時受當時盛行的南曲戲文影響北雜劇亦南曲化了。

四、明清的傳奇戲曲

　　明清傳奇是明、清兩代主要的戲曲劇本文學體制。明初至清中葉，即從十四世紀中葉至十八世紀初葉，我國戲曲藝術又經歷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在北雜劇日益衰落的同時，南戲卻得到了迅速的發展。起初是南戲各種聲腔的並列競爭與交流發展，隨後是崑山腔與弋陽諸腔戲的崛起盛行和流布演變。新興的崑山腔和弋陽腔戲繼承了南戲的傳統，又吸收了北雜劇的成果，在戲曲演出舞台上，開創了以南曲為主的傳奇時代。明清兩代戲曲發展歷史，大體可分為兩個基本階段。第一階段，為明初至明嘉靖之間，約二百年，此段期間，延續北雜劇的文學形式，繼續發展，唯已日趨衰落。另一南戲系統的各種聲腔在民間紛紛繁衍，為傳奇的形成，醞釀成熟的條件。南戲自元末明初《荊》、《劉》、《拜》、《殺》與《琵琶記》等傳奇在戲曲演出舞台上出現以後，傳奇已成為當時群眾很喜愛的一種戲曲形式。有人以高明的《琵琶記》為界，之前為南戲，之後為傳奇。並由於它們在各地的流傳，促成了南戲各聲腔劇種的形成。南戲經過文人化、北曲化、崑曲化三化後而成為傳奇。當時的南曲有四大聲腔，即崑山、海鹽、餘姚、弋陽等腔。弋陽腔產生於江西，餘姚、海鹽腔出於浙江，崑山腔出於蘇州。在此段期間，隨著四種主要聲腔劇種的流傳和發展，供各自聲腔劇種演唱的新編傳奇也不斷產生，而且由於一種聲腔劇種的作品往往可以由其它聲腔劇種改調而歌，在舞台上演出，因此多種聲腔的流布就更加呈現出競爭的局面，展現了豐富多采的面貌。

　　第二階段，由嘉靖年間至清康熙末，大約一百五十年的時間，戲曲發展的基本狀況是：在各種聲腔發展的基礎上，弋陽腔發展演變成為一個弋陽腔系統，崑山腔在魏良輔集團的改良下興盛起來。嘉、隆年間，音樂家魏良輔集團，汲取了四大聲腔的優點及北雜劇的養分在唱曲及音樂伴奏方面，做了重大的改良。時人稱為〝水磨調〞。接著，有作家梁伯龍首度編演崑曲傳奇《浣紗記》，至使崑山腔在戲曲舞台上很快興盛起來，明末清初，崑山腔的流布範圍幾乎遍及全國各大城市，弋陽腔在北京逐步地方化而發展成為京腔。康熙以來，它與崑山腔互相爭勝，在北京劇壇上盛極一時。

　　傳奇的興盛使我國古典戲曲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明清傳奇作家有姓名者共有四百三十餘人之多，創作了一千八百多部傳奇作品，連同無名氏的作品，總數在二千八百部以上。較有名的作品有明初到明嘉隆之間的李開先《寶劍記》、梁辰魚《浣紗記》及無名氏的《鳴鳳記》。明萬曆年間到明末，有湯顯祖的《臨川四夢》即《紫釵記》、《牡丹亭》、《南柯記》、《邯鄲記》。其中以《牡丹亭》最為有名。明末清初之際有以李玉為首的〝蘇州作家群〞。以李玉的《一捧雪》、《人獸關》、《永團圓》、《占花魁》稱為〝一人永占〞及《清忠譜》。及李漁的《笠翁十種曲》。從康熙末年到乾隆末年，是為崑曲的迴光返照，但卻矗起了〝南洪北孔〞的兩塊豐碑。即洪升的《長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為傳奇劃下璀燦的句點。

五、大眾文化與貴族文化之爭─花雅之爭

　　雅部即崑山腔，其餘各民間戲曲皆為花部，有弋陽腔（傳入北京為京腔）、秦腔、梆子腔、襄陽調、弦索腔、楚調、二簧調、吹腔、巫娘腔、羅羅腔等，總名之為〝亂彈〞。其實早在康熙年間代表地方戲曲，從江西傳入北京的弋陽腔而演變成為京腔，即與崑曲取得抗衡的地位。乾隆五十五年徽班進京，融合亂彈諸腔之西皮（源於秦腔成為漢調）及二簧（徽腔）而成皮黃腔，並融入崑、弋聲腔成為京劇，於同治、光緒年間，大放異彩，成為北京戲壇之盟主，並流傳於全國各大城市。

參、戲劇的功能

　　人類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各種文化現象開始出現分化，原為密切關係的宗教與藝術開始分離，但利用藝術為宗教服務，卻是古今中外宗教用以為擴大其影響的重要手段。人類自從有了政府組織（即統治者組織）的出現，主政者對戲劇藝術的價值，僅重視其社會功能，而忽視了藝術功能。雖然主政者刻意去重視其社會價值，但戲劇本身仍會自然地保存及創新其藝術價值。本文僅略論其社會價值功能，藝術價值部分暫略。戲劇的社會價值功能，包含了宗教功能，娛樂功能及教化的功能三方面，茲略述如次：

一、宗教的功能：

　　中國古典戲劇的萌芽期，戲劇與宗教的密切關係，本論文前節已論述其詳，即使至今保留在中國偏遠鄉村及山區，仍保留以為宗教服務為功能的許多儀式劇。早期台灣在辦理喜慶、還願、酬神廟會等皆會邀請民間戲劇團來演出。常演出的劇種有歌仔戲、布袋戲、皮影戲及傀儡戲等，戲劇為婚喪喜慶演出的名目有為出生、彌月、週歲、壽慶、為結婚、為弔喪、為開張、為祭祀（破土、謝土、除煞、做醮、酬神、還願、廟會等）等項目，演出的劇目當然是依各項性質選擇相關性質的劇碼演出。其中每一齣戲在演出的序幕，就是與宗教有關的「扮仙」，然後再進入正題所演的戲碼。科學昌明的今天，這些活動依然存在，即使改播放電影酬神，仍以錄製好的扮仙戲，於播映電影前先播出。早期演戲又叫做「搬戲」，其實是源於搬請神明的意思。早期的儀式劇多出現於民間祭祀的盛會，屬於儀式的組成部分，不以供人觀賞為主要目的。它的表演者，把自己的演出稱作「搬」，而不稱作「扮」。一字之差，卻反映出完全不同的戲劇觀念。「搬」，搬請也。所謂搬，也就是「降神」之意。是將現實並不存在的靈魂搬臨。這些靈魂，或為已死去的人，或為神話、民間傳說中的人物，或為民間信仰的神祈。將這些信仰中的神祈和靈魂搬來，使其活生生地再現，本是一種巫術行為，源於原始信仰，是萬物有靈觀念的產物。（註10）

　　民間戲曲為藝術形式中的一種。戲曲本身在「作戲」（早期稱作戲，非演戲，筆者小時後，常聽父執輩說某地方在作戲。）的過程已穩微卻真實的展現出社會生活的某些問題，一面投射社會結構，一面也服務於該民族心裡情緒上的要求，一面用來解釋既存的社會價值體系，一面也用來作為宇宙與人生不可解的現象之認知。（註11）這種徘徊在虛擬世界與真實人生之間的「作戲」性質，與宗教的現象相結合。不論傳統或現代的中國民間曲藝表演，不但與民眾的生活息息相關，而且配合著宗教節令，在這些節慶中，從最早的驅邪祈福，報賽田社的祭祀及一般神祈的信仰，廟會的慶典，乃至於喜慶婚喪的儀式，戲曲技藝表演皆為其中最重要的活動。而戲曲本身在宗教信仰中透過儀式（扮仙），可達到「謝神還願」的溝通目的。由於地方戲曲在現代社會中，與民間信仰有更緊密結合的趨勢，演出前的扮仙戲，便成為最重要的請戲演出目的。請戲「謝神還願」是「求取與回報」的社會文化和心理意義由此產生。

　　「傳說」加強了信徒對神明的真誠基礎，靈驗的事蹟，則又反過來加強了傳說本身活靈活現的存在及其可信的程度，二者在信仰與儀式自成一格的存在之後，已互為交結糾纏。早期的農業社會，信徒，一方面在儀式性訴願的同時，已應允了將來得償夙願之後的儀式性的回報；另一方面，在回報演戲以酬神的誠意中，又孕育了來年是「好年冬」（泛指有豐碩的成果）的信心與希望。神明的力量是信而有徵的，在這種信而有徵前提之下，儀式性的扮仙作戲行為，便被用來連接日常現實生活與人們構思出來的理想世界。

二、娛樂的功能

　　戲曲與其它所有藝術類型最重要的區別，在於它的大眾化。雖然中國戲曲絕大多數作品都是由文人創作或修改的，但是也可以說，真正活動著的戲曲，並不是文人們置於案頭的作品，而是存在於民眾的娛樂生活中。

　　當戲曲與宗教祭祀密切到停留在祭典儀式的階段，娛樂功能並未能彰顯，只是娛神之後的附加價值，兼做娛人的功能。後來漸漸地與歷史故事、民間故事融合演出，在形式上即為講唱藝術的諸宮調和說書講史趨於成熟的產物。到了宋代，城市經濟繁榮，各種劇種競相演出，戲曲漸成為高度商業化的活動，宋代的瓦舍勾欄的出現，即有如今之戲院或演藝廳之類的場所，商業行為一出現，娛樂色彩就濃厚，戲曲由宮廷貴族專享的藝術，走入大眾化的社會，瓦舍勾欄向所有人提供享樂，它是大眾化的，不是某特權人家所享有。宋代雜記型古籍如吳自牧《夢梁錄》、孟元老《東京夢華錄》，耐得翁《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及周密《武林舊事》等書對於宋代的瓦舍勾欄及演出的各種劇種（註12）狀況，皆有詳細的記載。茲略舉簡述如次，據《西湖老人繁勝錄》記載，像南宋時的首都臨安（今杭州），「城外有二十座瓦子……，惟北瓦大，有勾欄一十三座……十三座勾欄不閒，終日團圓。」

　　其熱鬧景像可見一斑。一座瓦舍，猶如今之一座電影城，其中有十三個廳，即可同時演出十三個劇種，觀眾有充分的選擇權，臨安城就有二十座電影城。另據《東京夢華錄》卷五＜京華伎藝＞條中說當時勾欄裡的諸般戲樂有非常多種：「崇觀以來在京瓦肆有雜藝……；小唱……；　唱弟子……；教坊減罷並溫習……；搬雜劇……；杖頭傀儡……；懸絲傀儡……；筋骨上索……；雜手伎……；毬杖踢弄……；講史……；小說……；散樂……；小兒相撲雜劇……；掉刀蠻牌……；影戲……；弄喬影戲……；耍秀才諸宮調……；說諢話……；雜　……；說三分……；五代史……；叫果子……；其餘不可勝數。不以風雨寒暑，諸棚看人，日日如是。……」從這條記載中可以窺知宋代的瓦舍勾欄中演出內容之多采多姿，有雜劇、傀儡、影戲、講史、說書、諸宮調、散樂、各種雜伎等。而此段所提之多種戲樂活動，實際上在此後出現的南戲和雜劇裡，大部分都被包容吸收到戲曲裡，它們都能夠成為成熟的戲曲表演中的組成部分。

　　台灣早期是農業社會，平時缺乏娛樂，只有在閒餘時，大家聚在一起談唱自娛消遣，（本土的戲曲歌仔戲就在這種「落地掃」的方式發展出來成為台灣的戲曲最重要的劇種。）如遇到朋友家中有喜慶時，則依民情禮節，免費組合戲團，前往演出以為慶祝，後來才漸漸演變成應聘或到戲院演出之情形。尤以每年的重要節令之慶或酬神賽會，由社區集資聘請戲團前來演出，既酬神又娛人，亦成為鄉間每年的重要活動大事。戲曲的娛樂功能，從六十年代以後，在影視聽媒體陸續興起後，受到嚴重衝擊，甚至已被取而代之。僅剩少數劇種及劇團，在政府刻意扶殖或保護之下延續下來，然而戲曲所曾扮演的娛樂功能是不能否定的。

三、教化的功能

　　中國古代對文學、藝術的價值利用，皆從教化的觀點來取用。從《詩經‧大序》云：「風者，風也。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誡。」這是從政治角度界定詩歌的社會價值。又《孝經‧廣要道章》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乎樂。」這也是從政治角度界定音樂的價值。這是中國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種傳統。而戲曲既是文學（詩劇）的，又同時是音樂的，更是主政者用以宣傳教化的最佳工具。中國古代從政治角度界定戲曲價值的傳統，在許多場合，也表現為主政者對於戲曲的道德價值的張揚。戲曲在人們心靈上所可能受到倫理道德方面的教化作用，在主政者看，實際上也就是對於政治統治的一種特殊支持。除了主政者主張教化論外，另一重要影響戲曲發展的因素，是儒家傳統的固有道德思想，許多文人，可說絕大多數是受儒家傳統思想影響，因此其戲曲創作，自然是帶著教化味的風格。例如《琵琶記》的作者高明，在這齣戲的開場白中就很露骨的說「不關風化體，縱好也徒然。」而這種思想，也貫穿在中國的各種戲曲的整個發展過程之中，更有甚者，像明代的朱權、丘濬、邵璨等，他們以身居高官，以統治者輔佐人的身分出現的王爺或碩學鴻儒，投入戲劇創作，是把戲曲當作教化的工具，丘濬的《五倫全備》及邵璨的《香囊記》，簡直就是「戲以載道」。又各朝代禁戲的標準，其唯一可留者之標準只有「教化」兩字。南宋朱熹、陳淳師徒在福建曾以「攘災祈福為迷信」為由，而禁演傀儡戲，《元史‧刑法志》及《大明律講解》皆有明載禁戲。其大要為「凡樂人搬做雜劇戲文，不許妝扮歷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聖先賢神像，違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妝扮者同罪。其神仙道扮及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勸人為善者，不在禁限。」在這種氛圍之下，「教化觀」構成了中國社會用以評價戲曲作品的一個獨特的價值框架。

　　我國古代戲曲，以其所演唱及敷演的內容，概為中國歷史故事，民情風俗及教忠教孝的故事，故能為廣大的群眾所接受、喜愛與欣賞。從表象而言固是一種娛樂，但以其內容多係取材於我國歷史故事、民間故事，而故事內容均以表彰忠、孝、節、義，貶抑奸、險、邪、惡為目的，故無形中有著教育民眾及發揚正義之效果。我國古代以農立國，教育尚未普及時，鄉民雖未接受學校教育，但他們對於我國歷史文化均有或多或少的概念，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對於忠、奸、義、利、節、孝之辨，亦大多具有清楚的認識。而各種戲劇在主政者大力提倡教化的主張之下，皆能達到教化的功能。

肆、戲曲與人生

　　從人類文化學的觀點來看，巫術儀式不僅被視為藝術的生命之源，而且也被視為人類文化的生命之源，不祇是戲劇，所有的藝術形式，乃至整個人類文化都導源於巫術儀式。（註13）殷商以降，我國文化由「尊神」的巫術文化逐漸向「尊人」的人文文化轉變，宗教意識相對薄弱。人類初期所創造的表演藝術─特別是裝扮性的表演藝術，是戲曲文化的最初源頭─儘管那本身並不是戲曲藝術。這一源頭既包括巫術儀式上裝扮性的歌舞「表演」，也包括不含宗教目的而旨在娛人的裝扮性遊戲和「表演」─如宮廷俳優的化身「表演」和民間的裝扮性娛樂活動等。而這二條線繼續往下發展，成為歷代戲曲醞釀的過程，其中有民間社火、百戲散樂、宮廷優戲、宗教儀式劇及外來樂舞（胡樂、胡舞）直到十二世紀，中國戲曲才正式誕生成熟。而戲曲文化從上古至今，一直與人生有密切的關係。

　　戲曲是我國古代表演藝術中地位最高，擁有觀眾最多，最受人民大眾喜愛的一種藝術。自從戲曲誕生以後，到六十年代影視藝術（其實亦可視為廣義的戲劇）興起之前的八百餘年間，勾欄瓦舍、鄉村草台，一直是我國民眾的「精神中心」。在那裡，憤怒不平可以一吐為快，痛苦憂愁能夠得到撫慰排遣，上智下愚，婦孺老弱皆可找到自己的樂趣。在傳統文化體系中，帶有明顯的異端色彩，它評置生活的「尺度」帶有鮮明的民間性，或者說，它主要是以百姓大眾的感情和願望為根據來觀察生活和反映生活的，是供大眾來抒憤吐志、娛情賞心的民間藝術。吾人可以從戲曲中獲得若干的人生啟示，茲略述如次：

一、教忠教孝

　　古典戲曲從歷史題材中編撰成節義之劇，對民族氣節的禮讚，並突顯了浩然正氣。激發了戲曲藝術家在異族入侵面前，堅守民族氣節，弘揚民族正氣，伸張民族大義的崇高精神。

　　1、禦外侮：戲曲藝術家對那些勇赴國難、馬革裹屍的民族英雄傾注了極大的熱情，塑造了報效國家、抵禦外侮的民族英雄岳飛、楊繼業、楊宗保、穆桂英、佘太君、花木蘭等一大批崇高的英雄形象。同時也塑造了毛延壽、秦檜、賈似道等賣國賊的形象，他們的通敵叛國、賣身求榮，與岳飛等民族英雄的民族氣節形成鮮明的對照。

　　2、為國效節：戲曲亦塑造了一批貧賤不移，威武不屈，為國家和民族效節的人物形象，如蘇武、王昭君、李香君等，這些人雖不是捐軀邊野的英雄和勇於犧牲的義士，但同樣富有崇高的民族氣節和浩然之志。

二、社會道德規範

　　有人把戲劇舞台喻為「道德法庭」，因為在那裡是非善惡得到了最公正的評判。我國古典戲曲長於從道德方位觀察生活和表現生活。即連皮影戲的影偶，雖為雕刻藝術，也講究公忠奸邪之分辨。（註14）《都城紀勝》瓦舍眾伎條云：「公忠者，雕以正貌，奸邪者與之醜貌，蓋亦寓褒貶於市俗之眼戲也。」蓋亦富於教化耳。古典戲曲舞台主要是以民間的道德標準尺度來評判生活、塑造人物的。

　　1、塑造地位低賤者最高尚

　　早期農業社會，戲曲觀眾的主體大多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和城市中的販夫走卒；戲曲作家大多是「名第卑微，職位不振」的下層知識分子；尤以婦女地位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然而戲曲藝術對這些備受欺凌的地位低賤者，傾注了極大的關注，尤其對於妓女與婢女，塑造了「冰肌雪腸」的高尚品格，例如《王魁負桂英》中的妓女桂英，《金線池》之杜蕊娘、《蘇小卿》中之蘇小卿、《對玉梳》中之顧玉香、《玉壺春》中之李素蘭、《玉堂春》中之蘇三、《桃花扇》中之李香君等均貞潔專一，忠於愛情，不為權勢、金錢所動。

　　2、塑造地位高貴者最卑鄙、最愚蠢

　　從元代起、歷代各朝都頒布過禁毀戲曲的法令，對戲曲藝人的歧視，對創作戲曲作家的不屑，與當政系統對立，因此古典戲曲中的王公貴族、顯要富豪大多被塑造成卑鄙無恥、愚蠢、可笑、強權欺人、面目可憎的形象，這是充分反映戲台下現實社會生活的寫照。弄權誤國是戲曲舞台上權奸的共同特典。另外還塑造了一批飽食終日、無所事事，整天就是尋釁滋事、混世作惡的花腿閒漢，皆為「權豪勢要」或其子弟，有恃無恐，無惡不作。

　　3、懲惡揚善以慰衷腸

　　古典戲曲作為民間的「道德法庭」，還對善與惡作出了最公平的裁決─為善者苦盡甘來，終得好報；造惡者多行不義，終得惡報。懲惡揚善以慰衷腸的古典戲曲也充盈著樂觀祥和的氣氛，在戲曲舞台上不只是善惡分明，而且是報應昭彰，陰霾最終被驅散，結局總是一片光明，劇作家一般不把遺憾留給觀眾，而是讓觀眾的道德情感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即大快人心也。

三、愛情自由的可貴觀念

　　古代閨門之禮最為嚴苛，因此古典戲曲對閨門之禮作了最猛烈的抨擊和憤怒的控訴，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徹底摒棄，「但得一個並頭蓮；強似狀元及第」，對門第和功名觀念的否定。其出現於《西廂記》、《牡丹亭》、《牆頭馬上》、《嬌紅記》、《梁山伯與祝英台》等諸名劇的男女主人公，甚至以殉情來選擇愛情的自由。其中主婚人有「門當戶對」的勢力之見、有攀附權勢之見、亦有守著舊禮教之見，因而害慘了一對對的佳人，最後男女主角寧可犧牲生命而選擇愛情，其精神，令人動容。

四、中和含蓄的手法

　　中國戲曲作家的審美觀點，受到傳統儒家《詩經》溫柔敦厚的影響極大，因此戲劇的表現手法，中和與含蓄是其特點。所謂「中和」是指「發乎情，止乎禮教」、「哀而不傷，樂而不淫」。所謂「含蓄」是避免了情感表達的直露，有助於使情感的表現顯得曲折婉轉。

　　西方戲劇家把衝突視為戲劇的核心，而中國戲曲在題材選擇、人物設置、情節安排等方面，所推崇的非但不是激烈的衝突，反而是劇作者對衝突的淡化。從東西方的文藝劇稍作比較就可看出來了。莎士比亞的《羅密歐與茱麗葉》中，兩個家族之間的世仇是最大衝突，衝突的最高潮就是時間差下所造成的最大悲劇，雙雙殉情，戲曲則嗄然而止。反觀中國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在衝突的最高潮英台撞山伯墓而死後，男女主人公雙雙化蝶升天飛舞。這種中和的手法，減輕了戲劇衝突給觀眾帶來的震撼，使得這些衝突顯得不那麼激動人心。「十部傳奇九相思」，愛情戲在中國戲曲史上佔了相當多的份量，戲曲家在愛情戲的構思與創作時，對作品的含蓄蘊藉的韻味的追求，遠遠超過了對舞台上人物緊張關係的營造，《牡丹亭》及《西廂記》更是此中傑作。戲曲中經常可見對兩性關係非常直接的描寫，尤以對兩性男歡女愛的描寫，寫得栩栩如生，另一方面又對之作極盡文學化的渲染，甚至常用詩句來做苗述，這都是含蓄的筆法。

五、大團圓的結局

　　幾乎可以說，中國戲曲中所有作品都是以「大團圓」結局的，只不過由於作品題材的不同，團圓的方式與主人公也有所不同而已。此種「大團圓」的結局，是表現了民族心理中非常普遍的某種期待─「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另外中國人在創作戲曲作品時，主要是為了要從戲曲中得到某種輕鬆的享受。「大團圓」的結局大量出現在愛情戲，例如《琵琶記》、《西廂記》，皆由原著無團圓改為「大團圓」。同樣也大量地出現在政治題材的作品中。許多以宮廷鬥爭為題材的作品也大多以「大團圓」做結局。不管這種鬥爭開始時是多麼激烈和殘酷，最後總是因為被認為正義的一方取得了徹底的勝利而使觀眾感到非常快慰與鬆弛。最為典型的是紀君祥的著名作品《趙氏孤兒》，最後報了大仇。而關漢卿的《竇娥冤》中，竇娥一家雖然慘遭不幸，最後卻也仍然報了大仇，導致了這一冤情的所有人都受到了懲罰。這是一種倫理道德色彩非常濃厚的宿命觀，它甚至彷彿是等不及上天的報應，而急於要在舞台上立刻看到這種直接的報應。而也正因為有了這種直接的、即時的報應，觀眾們曾經在舞台上看到過的那種殘酷而激烈的鬥爭與殘殺，也就被這最後的報應緩解了。中國戲劇創作者認為中國人的生活太沉重了，他們不想在藝術中重複這樣的沉重。他們只想有一刻的放鬆。這種放輕鬆不僅從喜劇中，也從悲劇中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是這樣一種能夠以悲情來引人入勝，能夠以諧謔來調節氣氛，能夠在曲曲折折的人生沉浮之後，有一個「大團圓」的結局，讓所有人看完了戲帶輕鬆的心情回家的藝術。

六、結語

　　從宋元雜劇成熟的戲曲以來，至今約有八百年，這八百年間，戲曲文化與廣大的群眾，有著密切的關係，有著極大的寓教於樂的娛樂與教化的功能，尤其是直至五十年以前，戲曲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六十年代以後影視聽媒體的興起，工商時代的興盛，社會變遷急遽，娛樂資源豐沛，速食文化的降臨，人們已經沒有多餘的時間去接受戲曲的感動。茍延殘存的精緻戲劇藝術，只有心靈澄澈的人，才有福分去享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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